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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388份农户的调研样本数据，对农户秸秆还田技术采纳情况分别构建二元选择Logit模型，定量分析了政策工具刺激影响的效果。结果表明监管约束与惩罚、补贴、信息诱导三种政策工具的刺激对总体样本农户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为进一步验证政策工具在不同地区刺激的影响效果，分别对样本中属于大西南（非平原）和华北平原两类地区农户采纳行为进行分析比较，结果发现：监管约束与惩罚、信息诱导措施在两类地区中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有效刺激了农户采纳该技术；补贴激励措施在非平原地区中的影响不显著，未起到预期效果，而在平原地区中对促进农户采纳秸秆还田技术起到了积极的效果。
关键词：政策工具；保护性耕作；Logit模型；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为
中图分类号：F323.3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f Effect of Policy Instruments on Farmers' Adoption Behavior of Straw Returning Technology
TONG Hongzhi，LIU We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30，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388 farmers, this paper constructs binary choice Logit model for farmers to adopt straw returning technology respectively, and analyses the effects of stimulation influencing of policy tools. Results show that three kinds of policy tools, such as supervision and punishment (SP), subsidies and information induction (II),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adoption behavior of farmers. To further verify the effect of policy tools in different regions, farmers’ adoption behavior is respectively compared in two regions belongs to the Southwest (non-plain) and North China Plain in the sample, results show that SP and II play an active role in the two areas, and effectively stimulate farmers to adopt. Effect of subsidies incentives in the non-plain area is not significant, but it plays a positive effect in the plai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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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农业技术创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农业部门的盈利能力、农业生产力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驱动力[1]。保护性耕作技术是相对于传统耕作方式而提出的一种新型耕作技术，它包括秸秆覆盖、免耕播种、少耕、深松、翻耕、化学除草、病虫害防治等多种技术，这其中就要求秸秆粉碎还田覆盖地表，相对于传统焚烧秸秆的处理方式可提高空气质量，并能较大提高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2]。秸秆还田技术作为保护性耕作技术体系中的一种重要技术，农户采用该技术既可以自购农机具来实施，也可以选择购买专业秸秆粉碎还田服务来实施，但采纳这种技术会导致提高作业成本[3]，因此，政府不仅对农户购买秸秆还田机进行购置补贴，而且对提供秸秆粉碎还田服务进行补贴服务来促进秸秆还田。
尽管有补贴，但因农户考虑到较高的作业成本，从而在农田露天大量焚烧秸秆，这不仅造成了大量可再生资源秸秆被浪费，还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对秸秆焚烧行为进行约束和监管，如《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等等。遗憾的是，这种从环境治理角度出发的惩罚和秸秆环保利用补贴激励措施在全国普及并非起到了预期效果[4]，而只有从促进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的角度，刺激农户在生产过程中采纳秸秆还田技术，这样既可改变农业生产方式以期提高农业生产率水平[5]，又能控制秸秆焚烧行为，从而改善环境质量。由上可知，政府选择的政策工具是影响农户是否采纳该技术的重要因素。芮雯奕等[6]分析了农户秸秆还田的影响因素，认为不同地区农户秸秆还田技术采纳决策存在差异，且同一因素在不同情景中影响作用可能会不同[7]。鉴于我国东西部地区农户家庭经济状况、地形条件和地貌特征等存在差别，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工具刺激是否有效促进了秸秆还田技术采纳，以及在不同类型地区对农户采纳行为的影响作用是否一致等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2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2.1理论分析  
基于近几年来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对有关秸秆还田技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采纳意愿及行为的影响因素方面，诸多从农户个体与家庭特征影响类和外部社会环境影响类两个层面或综合两类层面来分析。Tadesse和Belay[8]对埃塞俄比亚南部高地农户进行调查研究，结论认为农户对土地侵蚀问题的认识、农业技术特征、家庭财富状况、家庭人口规模和经济收入成员数量、农场规模、地理位置等是影响采纳行为的重要因素。Supaporn等[9]通过对泰国东北部农户的调查研究，结论认为农户教育程度、技术培训、家庭劳动力数量、技术认知等是影响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为的重要因素。吴雪莲等[10]基于湖北省农户问卷调查数据，研究认为农户操作能力、抗风险能力和采纳机会对秸秆还田技术采纳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综合两类来进行分析其影响因素方面，Haghjou等[11]基于对伊朗胡齐斯坦省农户的调查研究，认为农户认知、农场规模和政府补助对采纳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作用，而农户学历教育水平和家庭地块数量对农户采纳有负向影响。刘勤等[12]通过对江苏省农户的抽样入户调查，研究认为农机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为存在显著的激励作用，同时也受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家庭收入、认知度等因素的显著影响。文长存、吴敬学[13]对辽宁省玉米水稻种植户进行了微观调查，研究认为参加技术培训、家庭经营规模、农技推广等因素对农户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为影响显著。从外部社会环境影响类因素中可看出，其中补贴政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但从政策工具角度看单一补贴政策对解释采纳的影响仍显不足。此外，汤秋香等[14]通过对典型生态类型区中保护性耕作技术示范区农户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华北平原和成都平原农户采纳率较高，东北平原和西北绿洲区采纳率相对较低。可见，适应当地生态条件的耕作模式，区域地形特征也是影响农户秸秆还田技术采纳的一个重要外部环境因素。  
上述研究成果有利于我们加深对农户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为的理解，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也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1）从政策工具选择角度看，除补贴因素影响采纳外，如政府对农户秸秆焚烧行为而采取监管和约束机制的惩罚措施及公共信息政策是否存在积极影响农户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为，此点验证尚有待补充；（2）由于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差异，同时又受到农户个体和家庭及其他外部诸多因素的影响，那么，政策工具的刺激在不同类型地区对农户秸秆还田技术采纳的影响是否显著和一致也有待进一步验证。鉴此，本文以农户采纳秸秆还田技术为对象，试图采用二元选择Logit模型，探讨政策工具刺激的影响效果，其研究发现以期为农业政策、环境污染控制政策设计以及有关决策部门等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
2.2研究假说
鉴于本文探讨的影响因素中政府运用的政策工具是否有效促进农户采纳秸秆还田技术，结合农户耕作实践，本文选择管制类、激励类、信息传递类三种工具类型[15]。具体而言，管制类工具引入文中指政府为阻止农户焚烧秸秆行为而采取监管约束与惩罚措施。激励类工具引入文中主要指政府为刺激农户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而采取的补贴措施。信息传递类工具引入文中主要指政府通过大众传媒或公共信息网站、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村广播、农机推广站等途径进行的公共政策宣传、技术推广等外部信息诱导来劝诱、引导农户提高对新技术认知和接受程度，以期刺激农户采纳秸秆还田技术而采取的信息诱导措施。
在本文分析中，农户采纳秸秆还田技术影响因素主要围绕外部环境特征类变量的三种政策工具展开，把农户个体特征变量、农户家庭特征变量、区域地形特征变量等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并就农户采纳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提出以下假说：
环境特征类变量包括监管约束和惩罚、补贴和信息诱导措施。惩罚措施带有强制性特征，这种措施通常是一种在事发之后采取的政策工具，当发现了不希望出现的行为之后，于是采取管制。在这种监管约束和惩罚机制下，可以降低农户秸秆焚烧意愿[16]，从而有利于农户采纳秸秆还田技术。补贴措施作为一种经济刺激手段，较受群众青睐，其对诱导农户采纳决策、购机行为具有明显的影响[17]。在这种补贴刺激影响下可以降低农户采纳秸秆还田技术的成本，从而有利于提高农户采纳该技术的积极性[18]。信息传递类工具作为一种“软工具”是政府让各利益相关者理解政策意图的重要桥梁，也是促使目标群体接受政策的重要保障。Michaelis[19]认为基于以信息和劝诱为基础的公共政策的影响能导致个体行为和环境之间关系的认知意识具有明显的提升，而且，在刺激个体采纳行为产生变化上，信息政策刺激比经济刺激可能更有效[20]。这类工具使用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在这种政策工具影响下，农户接触过相关政策宣传引导和技术培训，可以提高对新技术和环境意识的认知水平[21]，从而有助于采纳该技术。基于上述认识及理论分析基础，我们提出假设：
H1：监管约束和惩罚对农户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刺激力度越大越有利于采纳该技术；H2：补贴激励对农户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刺激力度越大越有利于采纳该技术；H3：信息诱导对农户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刺激力度越大越有利于采纳该技术。
[image: d:\我的文档\桌面\QQ截图20170120181946.jpg]控制变量：环境认知、家庭经济状况和区域地形特征。由上述理论分析可知，涉及农户个体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的因素较多，鉴于本文所考虑的因农户秸秆焚烧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影响，特从农户个体特征中选取环境认知因素为研究中的控制变量。同样，在农户家庭特征变量中选取家庭经济状况作为控制变量。曹光乔等[17]在分析农户技术采纳行为中，引入了区域差异因素。鉴此，为了进一步验证在不同地区（大西南地区和华北平原地区）政策工具刺激的影响效果，特在模型中引入一个区域地形特征作为虚拟控制变量。
综上，本文提出三种政策工具刺激对农户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为影响作用的假设模型框架，如图1所示。
3研究方法
3.1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成员于2016年3-7月、10月份分别对重庆、四川、贵州、广西、河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区农户采纳秸秆还田技术情况展开的调查。调研省份主要为集中在华北平原地区和大西南地区，为避免一个市县内问卷的同质性，使问卷调研更具有真实性，我们分别选择两块地区中交界相邻省份的地级市。调查方法是在走访这些区域当地农机经销商门市店内对来选购农机或办补贴的农户随机选取以及下乡到村随机选择种植粮食农作物的农户。采取调查员现场指导或直接入户问卷调查的方式，共发放问卷份500份，收回有效问卷388份，有效问卷率77.6%。调研内容涉及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为农户个体和家庭特征类影响因素（包括农户对环境的认知、家庭经济状况）、社会环境特征类影响因素（包括对焚烧秸秆的监管约束及惩罚、农机和技术服务补贴、政策宣传和教育培训）等方面；第二部分主要为政策工具刺激采纳情况、农户采纳该技术的来源（自购农机还是购买服务）等方面。
3.2变量说明
本文主要针对农户实施的保护性耕作措施中采纳的秸秆还田技术，只要采纳了该技术，赋值为1，未采纳的赋值为0。根据图1模型框架，其中，三种政策工具均采用李克特7级量表进行赋值，1~7表示按照从弱到强的程度递增含义。家庭经济状况控制变量代表贫困与非贫困家庭，其取值是参考2015年国家最低扶贫标准2855元来设定，该变量反映了家庭收入水平，在标准线及以下的为贫困户，设为0；高于标准线的家庭设为1，代表非贫困户。区域地形特征作为虚拟控制变量代表非平原与平原地区，0代表非平原，1表示平原地区。各有关变量设定与赋值及政策工具刺激影响的作用方向见表1所示。 
	表1   变量设定与赋值及其对因变量影响预期作用方向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作用方向

	因变量
	采纳行为Y
	0：不采纳，1：采纳
	

	自变量
	惩罚措施
	1~7分别表示处罚力度或强度（非常轻——非常重）
	+

	
	补贴激励
	1~7分别表示补贴力度或强度（非常低——非常高）
	+

	
	信息诱导
	1~7分别表示：1次/年、2次/年、3次/年、4次/年、6次/年、1次/月、2次/月
	+

	控制变量
	环境认知
	0：无认知基础或不关注，1：有认知基础或关注
	

	
	家庭经济状况
	0：贫困，1：非贫困
	

	
	区域地形特征
	0：非平原地区，1：平原地区
	


3.3模型构建
农户采纳的决策有两种，即不采纳和采纳。本文采用二元选择Logit模型对农户采纳行为和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根据前面的变量分类，将农户采纳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设定为以下函数形式：

                                                        （1）
式（1）中，Y为农户秸秆还田技术采纳情况，0为不采纳，1代表采纳；X1为环境特征类变量；X2为农户个体特征变量；X3为农户家庭特征变量；μ为随机误差项。
本文采用的Logit模型，其具体形式为：

                                （2）
由式（2）可得到：

                                                  （3）




式（3）中，表示农户家庭采纳某一技术（或行为）的概率；表示第i项特征变量的j个影响因素；m为第i项特征变量影响因素的个数；、为待估计参数的回归截距和回归系数。
4实证结果与分析
4.1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4.1.1.样本基本特征分析
本文先按照区域地形特征对调研地区进行归类，把河北、河南、江苏、安徽相邻四个省份中调研的地级市归入平原类地区中（属于华北平原地区），广西、四川、重庆、贵州归入非平原地区中（大西南地区），鉴于成都平原地区，本次样本未涉及到成都农户，因此把四川纳入非平原类中。调查样本中，非平原地区问卷184份，平均每省46份，平原地区204份，平均每省51份。
总体来说，样本中56.4%的农户采纳了秸秆还田技术，43.6%的农户未采纳，其中非平原地区农户占比47.4%，平原地区农户为52.6%。在环境认知方面，对环境不关注或无认知基础的农户占38.1%，有一定认知基础或关注度高的占61.9%，其中，非平原地区农户对环境无认知基础或不关注和对环境关注高且有一定认知基础的分别为44.6%和55.4%，对秸秆还田技术的采纳比例分别为22%和60.8%；平原地区农户分别为32.4%和67.6%，其采纳比例分别为50%和76.8%。可以看出，总样本中一半以上的农户对秸秆焚烧造成环境危害性较关注，其中平原地区农户关注度更高，且两类地区中关注环境和有一定认知基础的农户采纳该技术的比例也较高。在家庭经济状况方面，贫困农户占32.2%，非贫困农户占67.8%。其中，非平原地区中贫困户为33.7%，非贫困户为66.3%，采纳比例分别为22.6%和54.1%；平原地区分别为30.9%和69.1%，采纳比例分别为54%和74.5%。可以看出，非贫困农户采纳率高于贫困户。即是说，家庭经济状况越好越有利于秸秆还田技术的采纳。
由上分析可知，较少关注环境的农户采纳该技术的比例较少，对环境关注度较高的农户采纳比例较高，对贫困与非贫困户采纳情况亦同，这说明环境认知和家庭经济状况是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4.1.2.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矩阵
本文对各变量均值和标准差等描述性统计以及变量间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总体而言，三种政策工具与农户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为之间显著正相关，r值分别为0.450、0.443和0.524，其p值都在0.01水平上显著，初步支持H1、H2和H3。但从区域地形特征的影响中可知，补贴刺激在不同区域产生的效果或有差异。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矩阵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采纳行为
	惩罚机制
	补贴激励
	信息诱导
	环境认知
	经济状况

	采纳行为
	0.56
	0.496
	
	
	
	
	
	

	惩罚机制
	3.08
	2.038
	0.450**
	
	
	
	
	

	补贴激励
	2.86
	1.868
	0.443**
	0.346**
	
	
	
	

	信息诱导
	3.52
	1.872
	0.524**
	0.485**
	0.691**
	
	
	

	环境认知
	0.62
	0.486
	0.348**
	0.309**
	0.224**
	0.308**
	
	

	经济状况
	0.68
	0.468
	0.251**
	0.170**
	0.168**
	0.214**
	0.469**
	

	区域地形
	0.53
	0.500
	0.248**
	0.287**
	0.080
	0.180**
	0.126*
	0.030

	注：n=388；**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


4.1.3.政策工具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3  政策工具对农户秸秆还田技术采纳率的影响 

	地区
类型
	购买选择
	初始值
	惩罚机制
	补贴激励
	信息诱导

	
	
	不采纳/采纳
	不采纳/采纳
	不采纳/采纳
	不采纳/采纳

	非平原
	农机(31.5%)
	0.84/0.16
	0.38/0.62
	0.33/0.67
	0.27/0.73

	
	服务(68.5%)
	0.92/0.08
	0.41/0.59
	0.29/0.71
	0.28/0.72

	平原
	农机(28.9%)
	0.68/0.32
	0.42/0.58
	0.32/0.68
	0.24/0.76

	
	服务(71.1%)
	0.68/0.32
	0.29/0.71
	0.09/0.91
	0.17/0.83


关于三种政策工具刺激的影响由表3给出。表3分别在两类地区中按照农户是否自购农机和购买服务进行分组，在政策工具实施前后对农户采纳的影响作了比较。两类地区中，有政策工具的刺激，其秸秆还田技术采纳率会明显提高，这说明三种政策工具的刺激对农户采纳该技术有积极影响。然而，这种政策工具的刺激在两类地区农户中的影响趋势尽管一致，但作用效果不同，其中信息诱导表面看起来影响作用最大。通过比较由表3可看出，诸多农户较青睐或希望选择购买服务来实施秸秆还田，如非平原和平原地区农户选择购买服务的分别达到68.5%和71.1%。总体而言，从统计描述角度看政策工具对刺激农户采纳秸秆还田技术有一定的影响和促进作用，若在两类地区中进行比较，这三种政策工具刺激的影响效果是否一致，以及在统计学意义上是否显著和影响作用方向如何，下文对其作进一步的分析。
	表4  农户采纳秸秆还田技术的Logit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B
	Wald值
	Sig.

	监管约束与惩罚
	0.262
	11.046
	0.001

	补贴激励
	0.213
	4.490
	0.034

	信息诱导
	0.443
	16.376
	0.000

	环境认知
	0.724
	6.015
	0.014

	家庭经济状况
	0.511
	2.810
	0.094

	区域地形特征
	0.671
	6.108
	0.013

	常数项C
	-3.693
	77.627
	0.000

	Hosmer-Lemeshow检验
	                0.018

	Cox-Snell R2
	0.361

	Nagelkerke R2
	0.485

	预测为不采纳准确概率
	80.5%

	预测为采纳准确概率
	79.0%

	整体预测准确概率
	79.6%


4.2农户采纳秸秆还田技术实证模型
本文利用SPSS19.0软件工具，将选择的影响因素变量数据代入模型，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首先对调查量表进行信度检验。最常用的检测方法是Cronbach’s α系数，其值越高代表量表（问卷）的内部可靠度、一致性与稳定性越佳。一般认为，0.7~0.8为相当好，0.8~0.9为非常好[21]。检测结果Cronbach’s α系数值为0.752，说明量表信度相当好。其次，通过采用系统Method为默认选项，经过多次回归，得到最终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表中列出了估计系数不为0、显著水平在10%以内的变量，Wald值越大的变量对农户秸秆还田技术采纳决策的影响越大。从政策工具刺激的影响效果上看，按照重要程度排序依次为信息诱导、监管约束与惩罚，最后为补贴激励措施。总体来说，三种政策工具的刺激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4.3非平原与平原地区农户采纳秸秆还田技术实证模型
对非平原和平原地区农户而言，把区域地形特征作为选择控制变量，分别选择条件等于0和1的值，将数据代入模型，采用系统默认选项，经过多次回归，得到最终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表中列出了各选择变量都进入了回归方程。
    由表5看出，分别检验各政策工具变量因素对农户采纳的影响在两类地区中明显不同，其模型估计结果在影响重要程度上排序也反映了现实情境。
4.4模型估计结果分析与讨论
	表5  非平原与平原地区农户采纳秸秆还田技术的Logit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非平原地区
	平原地区

	
	系数B
	Wald值
	Sig.
	系数B
	Wald值
	Sig.

	监管约束与惩罚
	0.388
	5.001
	0.025
	0.230
	6.626
	0.010

	补贴激励
	0.154
	0.945
	0.331
	0.231
	3.099
	0.078

	信息诱导
	0.486
	7.358
	0.007
	0.401
	8.382
	0.004

	环境认知
	0.487
	1.270
	0.260
	0.952
	5.217
	0.022

	家庭经济状况
	0.942
	4.146
	0.042
	0.172
	0.167
	0.683

	常数项C
	-4.142
	45.881
	0.000
	-2.752
	25.092
	0.000

	Hosmer-Lemeshow检验
	                  0.042
	                   0.097

	Cox-Snell R2
	0.387
	0.464

	Nagelkerke R2
	0.519
	0.569

	预测为不采纳准确概率
	83.7%
	80.8%

	预测为采纳准确概率
	73.8%
	82.5%

	整体预测准确概率
	79.3%　
	81.5%　


在表4和5中，Hosmer-Lemeshow为回归方程整体显著性水平检验，若P值小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时，认为模型整体显著；Cox-Snell R2和Nagelkerke R2是检验模型的拟合优度，一般而言，Cox-Snell R2统计量的值越大表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越高，其统计量的不足在于取值范围无法确定，不利于与其他模型间比较，而Nagelkerke R2统计量对其进行了修正，使得取值范围限定为0~1，其值越接近于1表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越高，越接近于0说明拟合优度越低[22]。
由模型估计结果可知，表4中，对总体调查样本的农户而言，Hosmer-Lemeshow检验P值已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Cox-Snell R2和Nagelkerke R2检验值分别为0.361和0.485，整体预测准确概率为79.6%，表明模型拟合很好。表5中，对非平原和平原两类地区农户而言，Hosmer-Lemeshow检验P值分别在5%和10%水平上显著，Cox-Snell R2和Nagelkerke R2检验值分别为0.387、0.464和0.519、0.569，整体预测准确概率为79.3%和81.5%，表明两类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
4.4.1.农户采纳秸秆还田技术的模型
结合表4模型估计结果和农户采取保护性耕作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果：
政府选择的三种政策工具对农户是否采纳秸秆还田技术具有重要影响和促进作用。监管约束与惩罚机制和信息诱导的影响都在1%水平上显著，补贴激励的影响通过了5%显著性检验水平，检验结果进一步支持了H1、H2和H3，其中信息诱导的影响作用效果最大，同样进一步支持了上文对政策工具影响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可见，政府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政策宣传和引导在推动农户采纳秸秆还田技术而实施保护性耕作上发挥了积极的效果，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调查的区域来看，各管辖市县和乡镇对“焚烧秸秆重罚”制度和机械化还田推广通过公共传媒、报刊、村公告栏、村广播等途径宣传较为迅速，有的地区通过农机推广站和田间示范作业进行集中培训，如河北、江苏、河南、广西等地区，这些措施对提高农户环保意识、法律意识以及对新技术认知水平和接受程度都具有积极的教育和引导作用。在补贴激励方面，政府对购机农户实施了机械购置补贴，也对保护性耕作而采取秸秆粉碎还田进行还田服务补贴，如河北、江苏、安徽等地区对农户每亩发放25~30元不等的还田补贴，这些举措都有利于刺激农户采纳秸秆还田技术。调研中发现，河北、河南、江苏等地区诱导农户采取保护性耕作在政策实施中已经得到普及，而且这些地区农户诸多自购农机或雇佣农机大户来进行秸秆还田。总体来说，三种政策工具对刺激农户采纳秸秆还田技术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作用。 
4.4.2.非平原与平原地区农户采纳秸秆还田技术的模型
根据表5给出的模型估计结果和调查情况，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果：
（1）对非平原地区农户而言，监管约束机制的惩罚措施和信息诱导的刺激对农户是否采纳秸秆还田技术具有正向影响。由表5看出，监管约束与惩罚机制及信息诱导的影响分别在5%和1%检验水平上显著，检验结果再次支持了H1和H3，而补贴刺激的影响不显著，未通过10%的检验水平。众所周知，非平原地区山地、丘陵较多，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条件有限，偏远山区更明显，而且这些地区诸多是以个体方式在小块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或贫农。调查中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农户对秸秆的处理方式来决定是否采取秸秆还田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秸秆焚烧直接还田省时省力（家用取暖或喂牲口较少），二是出售秸秆获得经济利益，但这一点因受交通费、人工费、秸秆回收价格低等影响在秸秆回收利用上农户出售秸秆获得的利益回报还不足以弥补农户付出的成本，从而就造成农户倾向在露天直接焚烧秸秆还田。这点从偏远山区农户中在小块田地上诸多焚烧秸秆直接还田的现象中可以看出，同时加上这些地区农户受家庭经济条件的影响和限制，因而政府对秸秆还田的较少补助不足以激发农户进行秸秆还田的动机。但在监管约束机制的惩罚措施和信息诱导刺激影响下，秸秆焚烧现象逐步减少，从而使一部分农户通过自购带有补贴的农机或租用农机进行秸秆还田，但对已经实施保护性耕作而采纳秸秆还田技术的农户诸多并未得到秸秆还田补贴，或者说这种补贴效应滞后，因此，在非平原地区补贴刺激的影响未发挥到应有的效果。除补贴刺激影响外，调查中还发现，监管约束和惩罚及信息诱导措施等政策工具刺激的强度比诸如河北、河南、江苏等重点监控区域要弱，从而导致与开篇所言，如惩罚机制和购机与还田补贴政策在全国普及在不同地区的刺激效果并非一致，仍然存在秸秆焚烧现象。
（2）对平原地区农户而言，三种政策工具刺激对农户是否采纳秸秆还田技术都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作用。监管约束与惩罚机制、信息诱导的影响都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水平，补贴激励的影响在10%水平上显著，检验结果再次支持了H1、H2和H3。与非平原地区农户采纳情况相比，补贴激励起到了预期效果。调查中发现，在河北、河南、江苏等公共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的位于华北平原地区，因前期存在大片秸秆焚烧现象，备受中央和地方政府关注，也被政府纳入重点监控区域，为此，政府通过各种媒体、网络、新闻、村公告栏等途径宣传焚烧秸秆造成的环境污染和危害性来引导和教育农户关注农业生态环境和人类居住环境，从而促使农户提高对环境意识的认知水平，进而使平原类地区农户在政策强烈宣传和引导措施下都较关注焚烧秸秆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影响。从平原地区农户环境认知因素上也可看出（通过5%显著性检验水平），这一政策工具的刺激发挥了较好的效果。对于补贴来说，这种工具在平原地区有效刺激了农户采纳该技术或多或少因与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不大（未通过10%检验水平），即使补贴效应滞后也并未影响到农户采纳该技术。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5）》显示，河北、江苏、河南等平原地区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明显高于广西、四川、重庆、贵州等非平原地区，前者平均为11703.55元， 后者为8547.99元，可见，平原地区农户家庭收入状况比非平原地区相对要好。因此，对经济条件较好的平原地区农户而言，采纳该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并未受到其家庭经济条件的影响。
综上，通过分析与比较，我们发现，农户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为受到三种政策工具刺激的影响，对两类不同地区农户而言，监管约束与惩罚、信息诱导是其共有的正向影响因素，而补贴激励因素的影响在两类地区中不同。总体来说，可以大致认为，影响农户采纳秸秆还田技术的三种政策工具因素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不同类型地区的农户，补贴刺激的影响效果有差异。
5结论及政策含义
5.1研究结论
（1）总体而言，三种政策工具刺激都有效促进了农户秸秆还田技术采纳，但在不同地区产生的效果不同。在有三种政策工具刺激下，其农户秸秆还田技术的采纳比例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2）监管约束与惩罚机制、补贴激励、信息诱导等三种政策工具对农户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和促进作用。即是说，适度加强对焚烧秸秆行为的监管约束或惩罚力度、提高对农户购机和秸秆还田补贴标准以及加大对农户的政策宣传、技术培训和农机推广与引导力度等，都有利于诱导农户采纳该技术。
（3）通过地区比较来看，监管约束与惩罚、信息诱导措施在两类地区中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有效刺激了农户采纳该技术；补贴激励措施在非平原地区中的影响不显著，未起到预期效果，而在平原地区对促进农户采纳秸秆还田技术起到了积极的效果。 
[bookmark: _GoBack]5.2政策含义
（1）从政策工具选择角度看，每种政策工具刺激的影响程度不同，应根据不同地区实施不同的政策，尤其是非平原地区的偏远山区农户或贫困户，还应进一步加强“焚烧秸秆惩罚”制度的宣传与普及力度，如贵州、重庆、广西等地区。在建设农村信息网络的同时，通过新闻、网络传媒、村公告栏、村广播、报纸等途径以及农机推广站、农机合作社、农田间机械作业示范等举措来进行技术培训、服务和引导，以期进一步提高农户对环境的认知水平和新技术的接受程度。同时，逐步提高对非平原地区农户秸秆还田补贴标准来降低农户耕作成本，以期提高采纳秸秆还田技术的积极性。
（2）从控制变量环境认知的影响程度上看，要减少农户焚烧秸秆行为而主动采纳秸秆还田技术，现实中不但要提高农户对环境污染造成危害性影响的认知水平，还要提高农户对秸秆还田增产增收影响的认知程度。因此，政府不仅要通过各种传媒宣传途径来引导农户提高对环境保护意识的认知，还要加大对农户文化教育的培训力度，尤其是针对贫困地区农户，如通过依托县职教中心、涉农职业院校、广播电视学校等建立农村职业教育培训基地和网络，以期增强农户对焚烧秸秆造成危害性的法律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同时还可以通过促进农户采纳新技术带来的经济效益而缩小贫富差距。
（3）考虑到农户既可以自购农机也可以选择专业的中介服务组织或农机大户提供的技术服务来进行秸秆还田，但其中因贫困农户自购农机会带来较高作业成本，而选择专业的技术服务相对来说成本要低，因此，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或发展中介服务组织来实现农作物秸秆还田的产业化和企业化经营，其对农户采纳秸秆还田技术具有极大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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